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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利用 83 个发展中国家 2004 — 2016 年间的国际移民汇款数据，基于系统广义矩估

计的动态面板分析，考察了国际移民汇款的动机及其宏观决定因素。研究表明，整体而言国际移民汇

款呈现出利己主义的动机，母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开放程度也会显著影响移民汇款的规模；移民汇款

的动机随着母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当母国实际人均 GDP 处于较低水平值

时，移民汇款才表现为利他主义的动机，而当该水平超过门阀值之后，利他主义动机不再占据主导地

位。同时，移民汇款成本的削减对母国移民汇款数量的提升也存在非线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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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data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remittances drawn from 83 developing countries 

between 2004 and 2016,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mo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 

remittances and macroeconom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igrant remittances. The first result shows that 

in general all remittances tend to be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 More open home countries under better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end to receive a larger amount of remittances. Secondly, the motivation for 

migrant remittances changes along with GDP levels in home countries. When the GDP per capita of a 

home country is lower than the threshold level, altruism is the main reason for remittances; whereas self-

interest becomes the main reason when the GDP per capita is over the threshold level. Lastly, there is a 

diminishing effect of lower cost of remittance on remittance inflow with the increase of GDP per capita in 

h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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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过去十几年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就业机会增加，发达国家因人口老龄化而引起的劳动力短缺，

因战争、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引起的人口流动等，使得国际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根据世界银行

《移民与汇款》2016 年度报告，全球的移民存量在 2013 达到了 2.47 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 3.4%。A

日益扩大的国际移民规模成为移民汇款快速增长的基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的移民汇款总

额从 1990 年的 678 亿美元增长至 2016 年的 5360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7.94%。2016 年，作为世

界第一移民输出国的印度同样成为移民汇款流入总额最多的国家，达到 627.44 亿美元的规模；中国

移民汇款总额也达到 352.26 亿美元的规模，位列世界第二。根据世界银行《移民与汇款》2016 年度

报告，1990 —2014 年，发展中国家接收的移民汇款额从 290 亿美元增长至 4310 亿美元；而发展中国

家在同时期接收的国际援助额（ODA）则从 530 亿美元增长至 1350 亿美元。报告因而指出，整体而

言，对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汇款正在与国际援助、国际直接投资一起，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重要

的外部资金来源。

现有关于移民汇款的研究文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领域。第一个研究领域是考察移民汇款的

流入对母国经济的影响。例如，在对 24 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研究中发现，移民汇款能够显著

促进经济增长并起到了直接的减贫作用，但移民汇款的不稳定性同样带来了潜在的不利冲击。［1］另

外，移民汇款对于 8 个低收入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摩尔多瓦、罗马利亚、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和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尤其是移民汇款每增长 1%，

阿尔巴尼亚的人均 GDP 就增长 0.14%。［3］但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孟加拉国 1975 — 2011 的数

据研究发现，短期和长期移民汇款与经济增长均呈现出不显著的因果关系，无法用移民汇款的增长

来预测 GDP 的增长。［4］因此，移民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针对这一问题，有学

者对 49 个发展中国家运用广义矩估计动态面板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移民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初期为负，滞后一期为正，且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5］有学者以 1982 — 2015 年中国移民汇款

为分析对象，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就国际移民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

结果表明，作为世界重要的移民输出国，在移民汇款逐利性趋强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移民汇款在

长期及短期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6］

第二个研究领域则是从对母国经济的宏观影响转向考察移民汇款背后的动机及其宏观决定因素。

对移民汇款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有助于厘清移民汇款是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母国经济的。

同时，对于那些移民汇款构成外部资金较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汇款动机和影响因素的考

察，可以更好地作用于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卢卡斯（Lucas）和思达克（Stark）最早从微观层

面研究移民汇款流入的动机并将移民汇款的动机归纳为三类：利他主义（altruism）、利己主义（self-

interest）及其他动机。［7］所谓利他主义动机，指的是来自相对贫困国家的移民将在东道国获取的收入

通过汇款形式寄回母国，以增加母国家庭的总收入。因此，移民汇款的数额应与家庭收入呈负相关

关系，家庭的收入水平越低，越希望得到更多的移民汇款帮助。［8］而这种利他主义动机的最直接体

现，则是在母国经济遭受负面冲击时移民汇款数量明显增加。［9］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富裕家庭移民的汇款更多地体现了利己主义。此类移民汇款是利用母国

更好的投资机会与预期更高的收益作为汇款目的的，因此，此类移民汇款应该属于投资性质。［10］此

类投资意义上的移民汇款，也包括将汇款用于国内孩子的学费支付或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用途。［11］在

这一动机背景下，若母国比东道国有更高的投资收益、更低的借款利率水平，则移民更愿意将收入

A 具体国际移民人数，不同机构在统计数据上有所出入，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估算，2015 年的全

球国际移民为 2.44 亿，占全球人口的 3.3%（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该数据略少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本

文以世界银行人口数据作为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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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母国资产，从而增加移民汇款流入。另外，汇率波动对移民汇款也有显著影响。［12］最后，移

民汇款的成本同样是影响移民汇款流入的重要变量。汇款可能通过正式的途径如银行、汇款机构等

流入母国，也可能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流入母国。移民在渠道选择上是基于汇款成本与风险的权衡，

相较于正式渠道，非正式渠道以低成本的优势成为一部分移民的选择，但也同样带来非常高的失窃、

犯罪风险。［13］弗罗因德（Freund）和斯帕塔福拉（Spatafora）估计，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入发展中国家

的移民汇款占正式渠道的 35%~75%。［14］因此，广义上的移民汇款成本并不只是由汇款的手续费构成

的，还应包括汇款渠道的多寡、母国家庭接收汇款的便捷程度等等。因此，母国的金融服务水平可

在更大的范围内度量移民汇款成本。母国的金融服务水平越高，移民通过正式渠道汇款的成本越低，

越能促进移民汇款的流入。

本文旨在考察以发展中国家整体为对象的移民汇款的动机及其宏观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创新

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本文通过引入侨汇的滞后项来考察侨汇的动态性。本文对这一动态性的确

证，意味着侨汇行为存在着延续性。而且，本文的研究结果还确证了这种延续性并不随着经济波动

而存在差异。第二，本文利用面板门限模型来考察侨汇影响关系的非线性特征，以区分不同侨汇输

入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移民汇款输入的差异性影响。相较于传统人为主观的样本划分标准而言，

本文的计量方法可以得到关于分样本回归分析的一致性估计量。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

本文的理论模型借鉴了斯基奥普（Schiopu）和西格弗里德（Siegfried）的研究成果。［15］基于他

们的理论模型，侨民的移民汇款总额 REMij 受到东道国与母国收入水平差异、利率水平差异以及汇款

成本的影响，用函数表示为：

     REMij = f （Ii
t - I j

t , R
i
t - Rj

t , τ） （1）

上标 i 和 j 分别表示侨汇的接收国（母国）与侨汇的输出国（东道国），I i
t - I j

t 表示收入水平差异，

R i
t - R j

t 表示利率水平差异，而 τ 则是侨汇成本。结合原有研究文献，本文构建下列方程考察移民汇款

流入的动机及其宏观决定因素（模型 1）：

REMit = α + β1GDPDit + β2INTit + β3BANKit + ∑γiXit + ui + μt + εit

其中，i 表示各移民汇款的接收国（母国），t 表示年份，α 为常数项，Xit 表示各控制变量，ui 表

示个体固定效应，μ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误差项。但是，上述模型忽略了移民汇款流动的滞后性：

原有移民汇款金额将会影响当前阶段移民汇款的金额。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

项纳入回归模型中，得到如下修正后的模型（模型 2）：

REMit = α + β0REMit-1 + β1GDPDit + β2INTit + β3BANKit + ∑γi Xit + ui + μt + εit

相关变量解释说明如下：

（一）被解释变量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对世界各国收入水平的划分标准（2017 年 7 月 1 日），并遵循数据可得性与

完整性原则，本文将 83 个发展中国家 2004 — 2016 年所接收的移民汇款（REM）作为实证研究的被

解释变量。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将世界整体视为移民汇款的输出国（东道国），而将 83 个发展中国

家作为移民汇款的接收国（母国）。同时，考虑到样本国家的不同经济规模，本文采用移民汇款总额

占 GDP 的比例值来衡量样本国家的移民汇款流入。

（二）核心解释变量
关于侨汇动机的度量，根据前文所述的已有文献，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度量宏观动机。第一，本

文以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GDPD）作为利他动机的度量。在本实证研究当中，收入差距即为 83 个

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整体的收入水平差距。鉴于被解释变量使用的是百分比的数值，本文采用各国的

实际人均 GDP 与世界整体实际人均 GDP 的比例值来代表这一变量。当该比例值越大时，代表着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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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国中相对富裕的国家。

另一个用来度量利己动机的变量是东道国与母国的利率水平（INT）。本文采用各国的存款储蓄

利率来代表投资收益水平。由于缺乏世界整体的存款储蓄利率数据，实证研究中只用 83 个发展中国

家（母国）的存款储蓄利率来代表这一解释变量。母国的存款储蓄利率度量了对利己主义动机移民

汇款的吸引力。如果该系数回归值为正，意味着母国的存款储蓄利率越高（投资收益水平越高），利

己主义的移民汇款流入就越大。

不论是利己还是利他主义动机，移民汇款的国际流动必然与汇款的成本有关。由于直接度量移

民汇款成本的变量（例如移民汇款的手续费）数据非常缺乏，因此本文不得不采用其他的相关变量

来间接度量移民汇款的成本。移民汇款主要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例如银行、汇款机构等）流

入到母国，母国的金融服务水平会间接地影响移民汇款的成本。因此，本文使用母国金融行业服务

水平作为移民汇款成本的度量指标。具体而言，如果母国的金融行业服务水平高，移民就可以相对

容易地通过正式渠道进行汇款，而正式渠道的可获得性高低也就构成移民汇款成本的高低。从世界

银行的全球金融发展指标当中，基于数据的完整性，论文选用每 10 万人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目

来度量母国的金融服务水平（BANK）。

（三）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考察移民汇款流入的动机与宏观决定因素，需要对影响移民汇款流入的其他控制变

量进行有效度量。移民汇款的跨国流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两国的货币兑换，因此，主要的一个控制

变量为货币的汇率（EX）。本文将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视为东道国（世界整体）的货币代表。由于本

文汇率数据采用直接标价法——以 1 单位美元衡量的本国货币价值，因此，汇率数值越大，表明本币

越贬值。移民将尽可能避免因汇率风险造成的移民汇款的价值损失，因此，我们可以期望，当汇率

越高时，移民汇款的数额越小。从货币价值的角度出发，母国的通货膨胀率同样影响移民汇款的流

入，由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在上述样本国中数据不完整，所以本文改用 GDP 平减指数（DEF）来衡量

样本中 83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通货膨胀率。

同时，母国的对外移民总量（emigrants）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有实证研究支持对外移民

总量对移民汇款流入规模有重大影响。［16］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只能获取国

际移民存量（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与净移民（net migration）的数据，却无法获取对外移民的

分年度数据，且该数据库中的数据每 5 年统计一次。本文采用的是 2018 年 5 月发布的数据，但是该

数据也仅仅提供到 2012 年的移民数据。而国际移民存量定义为一国中非本国出生 的人口数量，包括

难民数量。根据这一定义，国际移民存量可大体上视为移民流入总额。同样，该变量的数据也是以 5

年为一个统计区间，最近的统计数据为 2015 年的数据。由此可知，同一年份中无法同时获得这两个

变量数据。基于移民流入与移民流出应具有的相互独立性，本文对对外移民总量的数据估计过程如

下：首先根据国际移民存量一个统计区间内（5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估算得出与净移民变量数据同

一年份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然后根据公式：对外移民总量 = 国际移民总量 - 净移民，计算得出该

年的对外移民总量；最后，根据每 5 年估算得出对外移民总量数据，利用统计区间内年平均增长率，

估算得出样本区间 2004 — 2016 年的全部对外移民总量数据。A并且，考虑到不同样本国家的人口规

模，本文最终采用对外移民总量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值来衡量一国的对外移民情况（EMI）。

另外，已有文献也明确了母国的经济与政治环境对移民汇款输入的重要影响。本文选择了两个

指标来分别衡量母国的国家特征。就政治环境而言，本文使用的是政府效能指标（GOV）。根据世界

银行全球治理指数的定义，政府效能这一变量综合度量了一国政府公共服务与行政事务的质量，面

A 由于 2018 年 5 月版本的净移民数据缺乏 2017 年的数据，因此在估算 2012 — 2016 年的对外移民总量数

据时，仍沿用 2007 — 2012 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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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压力的独立性程度以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府承诺的可靠程度。其统计数值遵循标准正态

分布，数值取值范围为 -2.5~2.5。另一个衡量母国的国家特征为一国的开放程度（OPEN）。遵循传

统的做法，本文采用接收国的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总额占该国 GDP 的比例来估计这一指标。各变量的

数据特征见表 1。

表 1 各变量的数据特征描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数据来源

REM 6.199389 7.44799 0.0045058 49.2899 1,079 WDI

GDPD 40.43051 32.80603 3.496693 154.0817 1,079 WDI

INT 6.509459 4.0675 0.1733833 26.58382 1,079 WDI

BANK 13.99141 18.77348 0.1320796 257.696 1,079 WFI 

EX 872.8764 3079.874 0.709 30914.86 1,079 UNCTAD

DEF 7.243337 8.323085 -18.92973 103.8228 1,079 WDI

EMI 4.573001 4.432827 0.0337864 36.5898 1,079 WDI

GOV -0.4022889 0.5483728 -2.058268 1.267115 1,079 WGI

OPEN 80.01257 33.89038 0.1674176 210.3738 1,079 WDI

为了检查多重共线性问题，需要对被解释变量与各解释变量进行相关系数分析。据表 2 所示，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且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 2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REM GDPD INT BANK EX DEF EMI GOV OPEN

REM 1

GDPD -0.3661 1

INT -0.1453 0.0592 1

BANK -0.0456 0.3525 -0.0604 1

EX -0.1140 -0.0567 0.2208 0.0037 1

DEF -0.0478 0.1302 0.4014 -0.0701 0.1131 1

EMI 0.2346 0.1195 -0.0449 0.0199 -0.1106 0.0067 1

GOV -0.2241 0.5382 -0.1663 0.2873 -0.0228 -0.1758 0.1790 1

OPEN 0.0964 0.0864 -0.2546 0.0526 0.0747 -0.0452 0.3460 0.2873 1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动态面板回归
由于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中，因此上述模型不可避免会产生内生性。

另一方面，移民汇款流入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7］这一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也导致内生性问

题。在开展包含内生变量情况下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为一定程度上克服数据不足的缺陷，通常

使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或系统广义矩估计两种估计方法。鉴于差分广义矩估计是对差分方程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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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也就无法得到估计；而且这一方法还容易受到小样本偏误的影响。相对于差分

广义矩估计而言，系统广义矩估计同时对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进行估计，该方法可以利用更多的信

息以提高估计效率，并使得估计结果的准确度更高。［18］因此，本文接下来针对模型 2 的分析都建立

在系统广义矩估计这一估计方法上。为了避免回归中工具变量过多，回归时对广义矩估计的工具变

量均使用“折叠（collapse）”选项。（1）至（6）所列结果中的 AR（1）与 AR（2）的检验结果表明，

扰动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但是不存在显著的二阶自相关。这一结果意味着本文计量模型的系统广义矩

估计的估计结果是无偏和一致的。同时，萨尔甘（Sargan）检验与汉森（Hansen）检验的结果表明，

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与使用是有效的。这为本文提供了可

靠的参数估计结果。本文的实证分析由 Stata14 软件完成。

表 3 模型 2 的系统广义矩估计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REM（-1）
1.202***、

（11.58）
1.196***

（11.20）
1.208***

（9.04）
1.192***

（9.87）
1.187***

（10.26）
1.177***

（10.52）

GDPD 0.0108
（0.82）

0.0098
（0.73）

0.0092
（0.56）

0.0064
（0.46）

-0.0067
（-0.05）

-0.0091
（-0.07）

INT 0.232**

（2.38）
0.230**

（2.35）
0.290**

（2.29）
0.286**

（2.35）
0.280**

（2.40）
0.260**

（2.35）

BANK 0.0039
（0.10）

0.0051
（0.13）

-0.0069
（-0.13）

-0.0022
（-0.41）

-0.0033
（-0.54）

-0.0018
（-0.29）

EX -0.002
（-0.54）

-0.002
（-0.53）

-0.003
（-1.26）

-0.004
（-1.49）

-0.005
（-1.41）

DEF -0.046***

（-2.60）
-0.045***

（-2.66）
-0.038**

（-2.21）
-0.036**

（-2.05）

EMI -0.0724
（-1.28）

-0.0794
（-1.33）

-0.0936
（-1.52）

GOV 0.690
（1.47）

0.529
（1.18）

OPEN 0.0076*

（1.70）

AR（1）
-3.13

（0.002）
-3.12

（0.002）
-2.94

（0.003）
-2.95

（0.003）
-2.97

（0.003）
-3.00

（0.003）

AR（2）
-0.42

（0.676）
-0.42

（0.675）
-0.64

（0.523）
-0.64

（0.519）
-0.63

（0.530）
-0.62

（0.538）

Sargan Test
6.03

（0.420）
5.90

（0.435）
7.99

（0.239）
9.21

（0.162）
9.50

（0.148）
9.12

（0.167）

Hansen Test
2.83

（0.830）
2.75

（0.839）
2.35

（0.885）
2.34

（0.886）
2.29

（0.891）
2.47

（0.872）

N 996 996 996 996 996 996

注：估计系数的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自回归（AR）检验和

Sargan、Hansen 检验结果的括号内为 P 值。回归结果省略了常数项。

从表 3 所列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一，移民汇款（REM）的滞后项对当期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其回归系数在（1）至（6）中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具有稳健性。已有移民汇款



7

的金额正面作用于当前期移民汇款数量。这也表明，移民的汇款行为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第二，根据表 3 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移民汇款背后的行为动机主要是利己主义

动机。具体表现为母国与东道国的收入水平差距（GDPD）在（1）至（6）均不显著，而利率水

平（INT）的回归系数为正，并在（1）至（6）中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83 个发展

中国家整体的移民汇款流入并不受收入水平差距因素的影响，投资收益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母国

当期的投资收益提高会显著地促进移民汇款的流入，反映出移民的逐利性行为特点。另一个主要解释

变量——移民汇款的成本（BANK）与移民汇款流入的关系并不明确，且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至

（6）的回归结果中均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上述回归结果所揭示的利己主义动

机。具体而言，移民汇款的这种逐利性行为，意味着移民将在东道国的收入寄回母国的主要考量因素

是投资的收益（INT）与风险，而对较高收益的预期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较高的移民汇款成本。

第三，控制变量中的通货膨胀率（DEF）与移民汇款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该变量的回归系数

在（3）和（4）中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在（5）和（6）中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具有稳健

性。这表明，母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会显著地促进移民汇款的流入。通货膨胀主要反映了母国的

宏观经济稳定性。对于利己动机的移民来说，母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越稳定，母国的投资机会就越多，

系统风险相对越小。最后，控制变量中的汇率（EX）、对外移民（EMI）、政府治理水平（GOV）与

移民汇款的关系并不明确。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系统 GMM 回归中均不显著。另外，一般来说，对

外移民总量越多，移民汇款的数额越大。但是，大多数研究移民汇款的文献当中，均把对外移民的

动机视为给定，即对外移民的动机与移民汇款的动机相互独立。因此，对外移民与移民汇款之间并

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6）中，开放程度（OPEN）的回归系数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水平，说

明母国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移民汇款的流入。

（二）门限模型
1. 门限模型的理论基础

如文献综述部分所述，原有关于移民汇款的动机分析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这种

非一致性结果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研究分析对样本国家的选择存在的差异。鉴于本文样本

国数量达到 83 个，可以较好地开展分样本分析。但是原有研究关于样本国的区分都建立在主观标准

基础上，而这种定性的人为划分标准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并不一定准确。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同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假设显得有点不符合经济规律。换句话说，不论移民汇款的输入国自

身经济发展条件如何变化，移民汇款总是会与其保持线性关联的猜想是需要进一步检验的。因此，

本文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使用汉森（Hansen）［19］的计量方法来得到门限值的一致估计，并在此基础上

开展面板门限回归分析。本文的面板门限模型可以表述为：

    yit = μi + β'xit (γ) + eit，其中 xit (γ) =
xit I (qit < γ)

xit I (qit ≥ γ)
，β = (β1′, β2′ )′ （2）

其中，I （·）为指示函数，qit 为门限变量，γ 为门限值。这样，依据门限变量小于或大于等于门

限值，总样本的观测值被划分为两个具有不同系数（β1 与 β2）的区制。将方程（2）用分段函数表示，

则为：yit=
μi+β1′xit+eit，qit < γ
μi+β2′ xit+eit，qit ≥ γ

。依据汉森与王群勇研究成果，［20］在给定门限值 γ 的情况下，系数 β 的

OLS 估计值为：β̂={X*(γ)′ X*(γ)}-1{X*(γ)′ y*}，其中，y* 与 X* 为组内偏差。门限值 γ 的估计值最小化残差

平方和（RSS）ê*′ê*，即：γ̂ = 
γ

arg minS1(γ)。

使用上述门限回归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存在门限效应，如果不存在门限效应就意味着线性模型是

更优的模型。对于门限效应的检验，汉森使用的是似然比检验，但这一检验方法的统计量的渐进分

布是非标准的。因此，在实践当中，王群勇运用网格搜索的方法来获得门限变量的门限估计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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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助法（bootstrap）来获得似然比检验统计量的临界值，实现门限效应的检验。

2. 门限变量的选择

进行面板门限模型分析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有意义的门限变量。总的来说，反映样本国家某

一特征的变量，均可作为备选的门限变量。但是，根据本文研究对象考虑，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移

民更加关心的是母国的收入水平状况；而源于利己主义动机的移民则更加关心母国的投资机会与投

资收益水平。因此，将实际人均 GDP 作为备选的门限变量之一，在实证分析中具有经济学意义。可

以预期的是，对于相对贫穷的国家（实际人均 GDP 低于门阀值），母国与东道国的收入水平差距将

显著地影响移民汇款的流入，呈现出主要的利他主义动机；而对于相对富裕的国家（实际人均 GDP

大于门阀值），收入水平差距将不再成为影响移民汇款流入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门限变量的内生性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若门限变量内生，将会影响样本的分割从而

影响到最终的估计结果。由于面板门限模型一般都要假定门限变量是外生的，而这一条件在经济学

实证分析中通常难以实现，因此，参考王陆雅引用滞后一期的变量作为门限变量的做法，［21］本文选

择人均 GDP 数值的滞后一期作为待检验的门限变量。为了减少计算次数，检验门限效应时设置格点

为默认值 300。同时借鉴王群勇的做法，将自举法（bootstrap）重叠模拟也设置为 300 次。结果显示，

备选的门限变量当中，只有滞后一期的实际人均 GDP 在门限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GDPD 与 BANK 时，

才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单门限效应，可构建单门限回归模型。

表 4 门限效应的检验

区制独立
变量

门限变量 模型 门限值 F 值 P 值 结论

GDPD GDP（-1）
单门限 527.9623 37.29 0.0433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单门限

效应双门限 1013.7654 31.40 0.1167

BANK GDP（-1）
单门限 1480.3765 77.40 0.0000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单门限

效应双门限 8105.5403 35.25 0.1000

因此，根据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本文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两个面板门限模型（依次

为模型 3 和模型 4）。

lnREMSit = α + β1GDPDit (GDPit-1 < γGDPD) + β1′GDPDit (GDPit-1 ≥ γGDPD)

     + β2INTit + β3BANKit + γControlsit + ui + μt + εit

lnREMSit = α + β3BANKit (GDPit-1 < γBANK) + β3′BANKit (GDPit-1 ≥ γBANK)

     + β1GDPDit + β2INTit + γControlsit + ui + μt + εit

由于对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是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的，所以本文首先给出模型 1 的固定

效应回归结果以作为参照，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模型 3 与模型 4 的估计结果。针对模型 1、模型 3 和模

型 4 的回归结果汇总到表 5。

从表 5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整体而言，母国与东道国的收入水平差距（GDPD）与移民汇款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模型 1 与模型 4 的回归结果），即当母国人均 GDP 数值相对于世界平均水

平越高（GDPD 越大）时，移民汇款的流入规模越大。这一结果表明，整体上移民汇款的流入并不表

现为利他主义的动机特点。但是在模型 3 的第一区制中，GDPD 与移民汇款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说明当样本国的人均 GDP 低于 527.9623 时，移民汇款流入呈现利他主义动机。考虑到在本文所选的 83

个国家中，人均 GDP 低于 527.9623 的国家数量只有 12 个，可以认为，利他主义动机的移民汇款仅仅

发生在极度贫穷的国家中，而就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移民汇款更多地反映了非利他主义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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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的回归结果反映了移民汇款整体并不呈现利他主义动机的特点，但也无法说明利己主义动

机的移民汇款占据主导地位。与动态面板分析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表 3）所不同的是，表 5 中母国

利率水平（INT）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同样地，移民汇款成本（BANK）整体上与移民汇款的相关

关系并不明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 4 的第一区制中，BANK 与移民汇款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即移民汇款成本降低会显著促进移民汇款的流入。这一结果表明，只有在相对贫穷的国家（人

均 GDP<1480.3765）中，降低移民汇款成本才会对移民汇款流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相对富裕的国

家（人均 GDP>1480.3765）中，移民汇款成本对移民汇款不再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尽管这一结果并

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但却清晰地反映出移民汇款成本的降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可能

的原因在于，相对贫穷的国家往往也是金融服务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较低的金融服务水平，意味着

在东道国的移民向母国的汇款往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以及更高的汇款成本。因此，提高母国的金融

服务水平将显著降低汇款的风险与成本。但是，当母国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继续提高

金融服务水平带来的收益并不显著。

表 5 面板门限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区制 模型 1（固定效应） 模型 3 模型 4

GDPD
GDPP(-1) < 527.9623

-0.0738***

（-4.27）

GDPP(-1) ≥ 527.9623
0.0159**

（2.46）

BANK
GDPP(-1) < 1480.3765

0.1230***

（3.38）

GDPP(-1) ≥ 1480.3765
-0.0004

（-0.64）

GDPD 0.0174***

（2.89）
0.0166**

（2.56）

INT 0.0171
（1.33）

0.0169
（1.39）

0.0127
（1.07）

BANK -0.0003
（-0.02）

-0.0002
（-0.25）

EX 0.0002
（1.33）

0.0001
（1.51）

0.0002
（1.64）

DEF -0.0036
（-1.65）

-0.0041**

（-2.29）
-0.0034**

（-2.11）

EMI -0.0523*

（-1.98）
-0.0388*

（-1.71）
-0.0367*

（-1.71）

GOV 0.227
（1.33）

0.261*

（1.82）
0.251*

（1.83）

OPEN 0.0065***

（3.38）
0.0070***

（3.83）
0.0075***

（4.39）

cons 5.308***

（15.71）
5.343***

（15.84）
5.091***

（15.23）

N 1079 996 996

注：估计系数的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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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表 3 的回归结果相同，表 5 所列控制变量中的通货膨胀率（DEF）与移民汇款有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模型 3 与模型 4）。这表明，母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会显著地促进移民汇款的流入。

另外，控制变量中的汇率（EX）与移民汇款的关系并不明确。而对外移民规模（EMI）的估计系数

在模型 1、模型 3、模型 4 中均为负，并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我们一般的预期并不符合。

尽管对外移民规模与移民汇款规模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普遍来说，对外移民规模与移民汇

款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负相关关系的回归结果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移民的策略动机行为，即受教育

水平高的移民通过汇款，抑制了母国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的对外移民。另一方面，母国政府治理

水平（GOV）的估计系数在模型 3 与模型 4 中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该变量与移民汇款存

在正相关关系。最后，开放程度（OPEN）的估计系数在模型 1、模型 3、模型 4 中均通过了 1% 的显

著性水平，表明母国的开放程度越高，移民汇款的规模越大。该回归系数的符号与表 3 所列的实证

分析结果相同，且显著性水平愈加提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 83 个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流向上述发展中国家移民汇款的决定因素。本文利用动态面板

回归分析得到的实证结果表明，移民汇款整体而言呈现出利己主义的动机。同时，针对原有文献中

关于分样本分析过程中主观性太强的不足，本文使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

发展水平对移民汇款的非线性特征。我们的实证结果一方面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汇款动机存在

利他主义，但这一动机仅体现在实际人均 GDP 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样本当中；另一方面，移民汇款

成本的降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当母国实际人均 GDP 水平较低时，降低移民汇款成本会显著

地促进移民汇款规模的扩大；但当实际人均 GDP 高于门阀值时，移民汇款成本对移民汇款不再产生

重大的影响。

门限回归的实证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对于人均实际 GDP 较低

水平的低收入国家，其所接收的移民汇款表现为利他主义的动机特点。此时，低收入国家可通过促

进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来促进移民汇款的流入。但是对于人均实际 GDP 较高的国家，其所

接收的移民汇款表现为非利他主义动机。此类国家应考虑到汇款动机为利己主义的可能性，通过提

高政府治理水平、开放程度等来促进移民汇款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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